基督教的“恩典”概念

黄保罗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基督教的“恩典”这一概念，主要内容包括希腊教父时代的“恩典论”，奥古斯丁 (Augustinus) 与伯拉纠 (Pelagius) 关于恩典的论战，准伯拉纠主义的“恩典论”，经院主义时期和天特会议的“恩典论”，宗教改革时期的“恩典论”和“因信称义”， 以及加尔文的“称义观”与“预定论”。在论述中，着重讨论了“恩典”与“称义”及“成圣”的关系，并特别介绍了芬兰曼多马学派对路德本人及其跟随者在“恩典”和“因信称义”理解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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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 (gratia) 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称义”，“成圣”，“行善”，“预定”和“得救”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本文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恩典”这一概念的诸种意义，在谈及上述与之相关的概念时，行文的目的将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恩典”的内涵。本文主要参考了曼多马和麦格瑞斯教授的有关著作。在论及信义会神学及路德本人的恩典论的区别时，笔者特别简单地介绍了曼多马学派关于路德研究的成果，期望能够引起汉语基督教研究界的注意，因为这是德语神学传统之外的对路德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但限于篇幅，笔者今后将以另文专门介绍。

一、 希腊教父的“恩典论”

在使徒保罗 (St. Paul) 的思想中，“恩典”有两层意思：一是“宣称为义” (armo vanhurskaaksi julistamisena)，二是“成为新的存在和成为义” (armo uutena olemisena ja vanhurskaaksi tekemisenä)。第二层意思与希腊教父所强调的“基督徒分享上帝的本性”即“成圣”(theosis) 的意思非常相似。


希腊教父的恩典神学中，核心思想是“圣灵的感动”，即基督徒过着圣灵更新的生活。他们经常谈到“接受圣灵，失去圣灵，生活在圣灵之中”，后来这被说成是“成为义，生活在罪中或生活在恩典中”。对于希腊教父门来说，《彼得后书》的“你们分享上帝的本性”(divinae naturae consortes) 这节经文
非常重要。比如教父伊格那丢 (Ignatius) 教导说，基督住在基督徒之中，基督徒自己之中有耶稣基督 (Magn. 12)；基督徒是上帝的载体，是基督的载体，是圣殿的载体，是神圣的载体 (Ef. IX)。他鼓励基督徒抛弃坏的酵，而变成新的酵也就是变成耶稣基督 (Magn X)。


爱任纽 (Irenaeus) 强调基督与教会的联系。上帝变成人为的是使人分享上帝的本性，把圣灵赐给人。圣灵是灵魂的生命，就象灵魂是身体的生命一样。圣灵不仅住在个人之中，而且住在教会之中 (Ubi Ecclesia, ibi Spiritus Dei, Adv. haer. III, 24, 11)。教会是上帝进行教导并引向最终目的地的新人类，因此，看见上帝就是永生 (Gloria Dei vivens homo, vita autem hominis visio Dei, Adv. haer. IV, 38, 2~4)。因此，恩典就是“成圣”，也就是“使人变成上帝”: Non ab initio dii facti sumus, sed primo quidem homines tunc demum dii。


在 theosis 思想的基础上，那他修斯 (Anthanasius) 提出了关于罗格斯 (Logos) 的争论，即如果罗格斯不是上帝，那我们人怎么可能变成神？


亚历山大的克里洛斯 (Kyrillos) 强调，通过洗礼，信徒使基督历史性的工作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上帝住在他之中，使他成为上帝的子女，使他成为上帝的殿，使他分享上帝的本性。通过圣餐中临在的基督，基督徒与基督就合而为一了。


“成圣说”或“成义说”至今仍然是东正教恩典神学与救恩神学的核心。

二、奥古斯丁 (Augustinus) 与伯拉纠 (Pelagius) 关于恩典的论战

奥古斯丁是西方拉丁语教会的神学之父，但他并不反对东正教的希腊教父的成圣神学，实际上，他继承了成圣说的传统。他强调，基督（从本体论上说）生活在基督徒之中，因为基督就是“我们自己” (quia et nos ipse sumus)。他还从圣灵与爱的关系上来发展了成圣说。圣灵住在人之中，但也“命令”人“住在”爱之中，因为上帝就是爱。


在教会早期，面对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的影响，教父们强调责任和行为的意义，而“被宣称为义”的恩典思想则被忽略了。东方希腊语教会没有对恩典论产生什么疑问，但在五世纪二十年代，一个住在罗马的修士伯拉纠 (Pelagius)，因为特别强调人的道德责任，引起一场关于恩典的争论。
 伯拉纠神学思想的起点是，上帝不会要求人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他强调：1）人拥有意志自由 (liberum arbitrium, 由德尔图良在二世纪时从希腊引进)，因此，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2）罪的本质是故意反对上帝，人应该是无罪的，因此，只有在道德上无可指责的人才可进入教会。
 3）伯拉纠认为恩典是人的自然财富和资源，没有被损坏，需要一直地运用。恩典是上帝提供给人类的启蒙，《旧约》的律法和基督的榜样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德典，据此人类可以不断地改进以至于完美。4）伯拉纠认为，人得救的根基是自己的功劳，人的好行为是操练完全自主的自由意志的结果，是上帝给予人必须完成的任务。耶稣基督在救恩中的角色，是通过他的教导和行为，告诉人们上帝的要求是什么。对于伯拉纠来说，“基督里的救恩”就是“通过模仿基督的榜样而得救”。因此，伯拉纠主义成了一种人为的宗教，强调人可以在自我表现得救上采取主动的步骤。
对于伯拉纠来说，恩典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恩典指人的基本人性，即上帝造人时给了人选择圣洁避免罪恶的可能性，人的这个基本特点并没有被损坏。另一方面，恩典是指上帝提供给人的外部的启蒙，比如，十诫和基督的道德榜样就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启示了人应该做什么。


奥古斯丁强烈地反对伯拉纠主义，奥古斯丁承认人有意志自由，但这个意志自由被罪侵蚀而削弱了，虽然没有被完全毁掉，而人的自由意志总是倾向于罪恶的。2）他也不同意伯拉纠对罪的本质的理解。奥古斯丁认为，罪是始祖堕落引起的，原罪 (peccatum originale) 象病毒一样，象力量和犯罪一样，从我们一出生就控制了我们。人自己无法战胜罪 (peccatum)，需要外来的恩典 (gratia) 人才能得救 (salvation)。“堕落” (fallness) 是奥古斯丁神学中的重要概念。根据《创世记》第三章，他强调，人性已经不再是当初被创造时的样子了，人的现实性是堕落的，创造的次序已经被打乱了，堕落的人已经不再符合当初的创造了。因此，人一出生就陷入罪恶之中。二十世纪的学者如海德格尔等强调，堕落 (Verfallenheit) 是人的可能性选择之一 （不是已经为我们选择了的）；奥古斯丁则认为堕落是人性中的一个部分。这是奥古斯丁的原罪论的重要根据之一，由此他强调，所有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都需要上帝的救恩。人自己永远无法恢复与上帝分离了的关系，情况的改变不可能从人本身产生，只能从人外部产生，这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而这一切的原因是上帝对堕落人类的爱。3）奥古斯顶强调，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中，从开始到最后，首先发生作用的都一直是上帝的恩典，人没有可能采取主动的步骤而走向得救，因为人的本性是背离上帝而倾向于罪，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因此，他被成为“恩典博士” (doctor gratiae)。恩典是无偿的白白得到的，恩典的根源在人类之外的上帝身上，是上帝主动来拯救人类，而不是人自己主动寻求救恩。4）袄古斯丁认为人称义是一件恩典的行为，即人做出的好行为也是上帝在人性中作工的结果。根据葡萄园主和工人的比喻(太 10:1-10)，他强调说，人得救完全靠上帝出于爱而白白赐下的恩典作礼物，而非人挣来的奖赏。所以，人得救的根基是上帝对我们的神圣的恩典的应许。


伯拉纠则相反，他认为救恩的根源是在人的内部，人有能力战胜罪而自救，因为人有决断自由和意志自由 (posse non peccare)，救恩是人自己争取来的，是上帝要人自己完成的任务，而时诫和基督的榜样就是上帝给人的恩典。因此，奥古斯丁强调因恩典得救，伯拉纠强调因行善和功劳得救。前者强调人性的软弱，无力和堕落；后者强调上帝只是向人指明了为了得救人应该做什么，然后上帝就放手让人自己去努力。前者认为得救不是挣来的礼物，后者则强调得救是挣来的奖赏。公元 418 年召开的迦太基会议 (The Council of Cathage) 决定接受奥古斯丁关于罪和恩典的神学观点，而将伯拉纠主义定为异端。
但是，伯拉纠主义还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后世的教会，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但在欧洲教会的黑暗时期，这些神学问题都被搁置下来了，直到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这些问题才又被重新提起。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恩典论是由伯拉纠引起而经过奥古斯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重要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词：恩典 (gratia) 和功劳 (merita) ，前者是一种礼物，后者是一种奖赏。讨论中世纪神学思想时，我们将谈功劳问题，这里我们专门来思考恩典问题。关于恩典的本质，奥古斯丁提到两点：第一，恩典是一种解放的力量 (gratia liberum)，把人从罪的捆绑中解救出来，与此相关，他提到了三个概念：“自由意志” (liberum arbitrium) 是人类被上帝创造时本有的，“受限的自由意志” (liberum arbitrium captivatum) 是罪控制了人之后的，而“解放了的自由意志”(liberum arbitrium liberatum) 是耶稣基督拯救人之后而重新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第二，恩典人性的医治力量 (gratia salvifica, gratia medicinalis)。基督徒是意识到了自己有病而寻求医治的人。人性就象躺在路上的邻舍一样，直到他被那个好撒玛利亚人 （这里指耶稣基督）救治为止，
 在恩典论上，奥古斯丁的三个论点对西方拉丁语神学系统有很大影响：一是 gratia praeveniens (走在前面的恩典)，即在人皈依 （相信） 之前，上帝的恩典已经在人的生活中发生作用了。拉丁语词 praeveniens是“先走”的意思。上帝的恩典不仅在人相信上帝之后发生作用，而且把人领向皈依（即信靠）的过程, 是上帝的恩典所做的准备工作。二是 gratia operans (运行的恩典)，即上帝把罪人改变为信徒是不需要人这方面的任何协助的，“皈依相信”完全是上帝在罪人身上运行的神圣的过程。这个概念强调的是，“走在前面的恩典”并不依靠人的合作。三是 gratia cooperans (合作的恩典)，即指恩典在人相信上帝以后在人性中的运行。把罪人改变为信徒之后，上帝会通过更新人的意志使人重生并在成圣的道路上长进。把人的意志从罪恶中解救出来以后，上帝现在可以跟被解放了的人的意志合作。
 奥古斯丁的恩典论后来经过阿奎那的发展，成了天主教的教义基础。
 

3、 准伯拉纠主义的“恩典论”

尽管伯拉纠主义被正统教会定为异端，但奥古斯丁的恩典论并没有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教会接受。在420 年代，在今天的突尼斯一带的修道院里，以约翰·卡西阿努斯 (Johannes Cassianus, 430/435) 和乐日努米的维辛丢斯 (Vincentius Lerinumilainen) 为代表的修士们发展了一种新的恩典论，信义会在 1577 年将之称为“准伯拉纠主义” (semipelagiolaisuus) ，其实，它也完全可以被称为“准奥古斯丁主义” (semiaugustinolaisuus).


准伯拉纠主义不是一种严格的理论体系，而是对奥古斯丁恩典论表示不满的一种态度。象奥古斯丁一样，这些修士们也认为，上帝的恩典对人类的得救是必不可少的；但上帝在等待人们迈开第一步 (initium fidei)，此后，上帝才会把他的恩典赐给人。因此，在始祖犯罪以后，尽管人的这个自由意志被削弱了，但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完全熄灭掉，因此，人有自由的可能来迈开第一步去主动接近上帝。他们认为奥古斯丁关于人的意志已经被原罪捆绑住了的教导，是错误的。人有自由来接受上帝，同样，人也有自由来拒绝上帝，人既有可能来爱，

也有可能来忽视上帝的恩典和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说，自由意志和恩典是一起合作的 (cooperatio, synergismi)，一个人能否保持信仰，关键取决于他个人的意愿。准伯拉纠主义者根据圣经中的撒该主动来到耶稣面前和病人主动向基督祈求为例来辩论说，在信仰生活上，人是需要主动的。他们主要反对奥古斯丁的恩典论，但他们并没有准确地理解后者。因为，如果上帝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的意愿行为的话，即人可以接受或拒绝恩典，那么，得救的功劳最终将属于人而不时属于上帝。准伯拉纠主义者担心，根据奥古斯丁的恩典论，上帝将需要对人的罪负责，也担心人会失去责任感。他们认为，奥古斯丁的恩典论，一方面使上帝成为不义，另一方面使人的努力成为一种危险的行为。


在 529 年的奥兰根会议 (Orangen)上 ，准伯拉纠主义被定为异端。自 700 年代以来，它就销声匿迹了。直到 1538 年彼得·洛母巴尔德斯 (Petrus Lombardus) 才找到这些准伯拉纠主义的文字材料并他它们发表出来。其实，准伯拉纠主义的恩典论一再地出现于教会历史中，特别是在谈到恩典和基督徒生活时。恩典被理解成为一种力量和资本似的宝藏，只要一个人想挣得救恩，他就需要忠心而诚实地来照顾和护理这个宝藏，并在这个资本的基础上逐渐地增加成就。这种思想对中世纪的恩典论有非常大的影响。

4、 经院主义时期和天特会议的“恩典论”

1． 经院主义时期的“恩典论”

奥古斯丁以后，恩典论在修道院中得到了发展，当时把“恩典”理解成了一种应该处理和控制的“资本”，奥古斯丁的思维方式被烙上了感恩和爱的印迹。因此，恩典的本质就成了“意愿所刺激的爱的力量”。
 中世纪经院主义的恩典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恩典怎么可能一方面是上帝个人的恩惠 (favor)，另一方面又是存在于人之内而发生影响的本质上的原则。特别是，作为人的主体真实的本质应该如何理解，以及他与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即圣灵之间的关系如何。菲利普·堪兹乐 (Philip Kanzler) 把恩典定义为“刺激灵魂的方式” (forma animae)。因此，恩典就成了“浇灌”到人之中的“内在恩感” (habitus dilectionis)，即属于人的本质 (substanssi) 方面的东西。弗兰西斯主义把恩典解释成了柏拉图主义的上帝所发出的“光”和爱的“辐射”。


阿奎那 (Thuomas Aquinas) 对奥古斯丁的恩典思想非常尊重，但他区别了两种“恩典”：一是拉丁语称为 gratia gratis dta 的“确实的恩典”，这也被称为“白白赐给的恩典”，它指的是对人性的神圣作工或影响。二是拉丁语称为 gratia gratis faciens 的“超自然的内在恩感” (gratia habitus supernaturalis)，这也被称为“使人高兴的恩典“，它指的是在人的灵魂之中被创造出来的，上帝以超自然的方法植入人的内心深处的一种内在的“恩感”（或称为“恩典习惯”）。
 阿奎那认为，上帝与人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使得上帝的恩典无法直接居住于人的灵魂之中，所以，需要一个中介，把人的灵魂变得可以使上帝的恩典有可能居住于其中。而这个中介就是永久的内在恩感即恩典习惯，是人灵魂中的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的灵魂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成了人称义的基础，人因此有可能接受上帝。
 在其《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 中，阿奎那区别了三种恩典：一是某个人的爱，如一个士兵得到国王的恩惠。二指白白得到的礼物，如“我给你一个恩惠”。三指对白白得到礼物的反应，如我们对自己所得到的好处的反应。其中的第二层意思是以第一层意思为基础，而第三层意思又是以第二层意思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恩典是从赐予者那里来的，而接受者则因为所得到的恩典发生了变化，因此，可以说恩典是存在于人灵魂中的一种超自然的东西。阿奎那把之称为“超自然的内在恩感” (gratia habitus supernaturalis) 。
 阿奎那认为，“最初的恩典”是人无法挣得的，但人可以在此基础上 (de condigno) 挣得更多的恩典和永生。


这种对恩典的理解，后来成了天主教神学的重要支柱之一，与宗教改革家路德等人的思想非常不同。

2．天特会议的称义观

天主教在 1545 年召开的天特会议 (the Council of Trent) 重新肯定了奥古斯丁的恩典论，对路德的因信称义论作了四个方面的批判：


第一，“称义”的本质 (the nature of justification)。路德认为称义是一个“单独的被宣称为义的事件”。天特会议则坚持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称义包括“被称为义的事件”和“通过圣灵内在工作而成为义的过程”。


第二，称义之“义”的本质 (the nature of justifying righteousness)。路德认为人内部一点义都没有，即人内没有任何可以让上帝称其为义之处。路德的“基督的外部之义”(iustitia Christi aliena = alien righteousness of Christ)强调，使罪人称义的“义”是在他们的外部的。奥古斯丁传统的天主教的天特会议则强调，罪人被称为义的根据，是上递赐给人而处于人内部的义。一方面，天特会议强调，人内部的这个义是上帝恩典的赐予而不是人为的功劳，但另一方面，天特会议又强调，人的内部一定有些什么能够使上帝称他们为义之处 (there had to be something with within individuals which could allow God to justify them)。路德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他认为上帝可以直接使人称义而不需要通过一个中介礼物之义，即阿奎那的“内在恩感”。


第三，称义之“信”的本质 (the nature of justifying faith)。天特会议认为，路德的“因信称义”之“信”是：任何人通过信都可以称义，而不需要任何的遵循上帝的教导或属灵的更新。天特会议认为，“称义”既包括“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又包括“其持续和成长”，路德被该会议理解为主张简单的相信上帝（而罪人不需要被上帝作任何的改变和更新）是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根基。实际上，路德的主张并非如此。他肯定基督徒的生命开始于信，而且单纯通过信；好行为是称义的结果而非前提。其实，天特会议关于基督徒的生命通过信开始的主张，与路德非常接近。这可能是一个神学误解的经典例子。


第四，得救的确据 (the assurance of salvation)。路德和宗教改革家一般都认为，一个人可以肯定自己的得救。得救建立在上帝慈爱应许的信实之上；如果对得救没有信心的话，那就是怀疑上帝的可靠和信实。但是，“信”不同于“确定”，尽管基督教神学的根基非常确定，但人对这个根基的认识和委身是波浪式起伏的。天特会议批评改革家们把人的信心或勇敢当成了称义的根基，结果，称义成了靠的是人的信念而不是上帝的恩典 (Trent’s point seems to be that the reformers were seen to be making human confidence or boldness the grounds of justification, so that justification rested upon a fallible human conviction, rather than upon the grace of God)。其实，改革家强调的是，称义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之上 (justification is rested upon the promise of God)；若不勇敢地相信这个应许，就是怀疑上帝的可靠 (A failure to believe boldly in such promises was tantamount to caliing the reliability of God into question)。

5、 宗教改革家的“恩典论”和“因信称义”

1．宗教改革家的“恩典论”

宗教改革时期的恩典神学，主要体现在对“因信称义” (De iustificatione) 的讨论上，这是宗教改革者们和天主教之间的根本分歧之所在。路德说：“如果能在这点获得一致意见，也就是说上帝自己唯独通过基督的恩典使人称义，我们将不仅想用手来捧教皇，而且要来吻他的脚。”（Hoc  impetrato, scilicet quod solus Deus ex mera gratia per Christum iustificet, non solum volumus Papam in manibus portare, imo etiam ei osculari pedes. WA 40 I, 181, 11-13）


面对当时被伯拉纠主义控制了的教会，路德提出了“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我如何才能找到富于恩典的上帝？”(How can I find a gracious God?) 和“唯靠信仰” (sola fidei)成了当时西欧的主要神学观。基督教信仰核心是：人尽管渺小而充满罪恶，还是可以跟永生的上帝建立关系。“称义”指的是“进入与上帝的正确关系之中”或“在上帝眼中成为公义”，其所要讨论的是，人应当做什么才能得救。
 十六世纪以来，这就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


信义会关于恩典和称义的观点主要反映在《奥古斯堡协约》 (The Augusburge Confession) 中。问题的核心是人“在上帝面前” (coram Deo) 的称义而非“在人面前” (coram hominibus)。 人有相对的能力来实现“社会之义” (iutitia civilis)，但在上帝面前，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而成为义。原因有二，一则上帝是把恩典作为礼物赐给人，二则人的原罪使人无法行出完美的善来。因此，“功劳” (meritum) 这个概念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中是没有什么位置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上帝的恩典，人是白白称义 (gratis) 的。称义的根本原因是基督 (propter Christum)，通向称义的道路是信 (per fidem)。因此，人称义是因为上帝在自己的面前视这个为义 (Hanc fidem imputat Deus pro iustitia coram ipso)。


把信义会跟天主教的恩典论进行比较，则会发现其间的很大差别。以“信”这个概念为例，天主教的天特会议将其主要理解为“当作真实”的一种理性行为，即在上帝的感动下来接受教会的真理，这就成了“历史的信仰” (fides historica)。因此，在天特会议中，“信”只是称义的必不咳少的前提和起点而已 (Concilium Tridentinum = CT, De iustificatione, Cap 8)，所以，“信本身”是无法使人称义的，它只是起点而已。称义的本质是人内在的更新，凭着基督的功劳，人从本体上 (ontologinen) 得到恩典的礼物 (donum)。“借着上帝所给的这个礼物，我们更新自己内在的意念，我们不仅被称为义，而且是真的成了义，而且我们就是义” (CT, Di, Cap 7)。使人称义的核心要素是赐给人的恩典的礼物，即上帝的爱 (caritas Dei)；它被浇灌到人的内心，使人称义并成了人的一种本质特点。在称义中，人不但罪得赦免，而且获得希望和爱。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希望和爱的话，信本身是不能把人跟基督完美地联合起来的 (CT, Di Cap 7)。
总而言之，罗马天主教认为，人称义最终是因为基督的功劳和浇灌在人心里的内在爱感（或称“爱的习惯”） (habitus dilectionis)，而不是单独因为信。因此，信义会认为：“人因基督的功劳通过信白白地称义” (homines ...gratis iustificentur propter Christum per fidem)，而罗马天主教认为：“我们是凭着通过爱发生影响的信称义的” (fide, quae per dilectionem operatur, iustificamur)。


以“浇灌的内在爱感”（爱的习惯）为视点，我们会发现天主教的称义论是人内在的“心理”过程，其中既会有成长也会有中断。“内在爱感”通过洗礼被植入人体之中，然后人可以通过遵守上帝和教会的律法来增加“爱的习惯”；这样，人就可以在义中成长，并不断地变得更为义 (in ipsa iustitia ... crescunt ateque magis iustificantur) (CT, Di Cap 10)。然而，人如果犯了死罪和淫乱，拜偶像等，哪怕仍然拥有信，“内在爱感”还是可能会丧失掉的 (CT, Di Cap 5)。但犯了死罪的人，还是有可能通过忏悔的圣礼而重新得到上帝的恩典，天主教称之为“丧失恩典之后的第二次得救” (Cap 14)。因此，天特会议强调，称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上帝的恩典在人的内部发生影响，因此人会有合作，功劳并使义得到增加。
 总结来说，天特会议反对伯拉纠主义，但与信义会的差别也很明显。天特会议的神学前提是，称义是存在于人内部的一种品质，它是可以慢慢地成长并最终长得更加完善的。他们批评宗教改革运动把上帝的恩典变成了“廉价的恩典”，使得人们只满足罪得赦免。因此，天主教无法接受“唯独因信称义”的观点。宗教改革家们则认为，天主教的批评实际上是人的理性对福音的反抗。因为人的理性认为人可以通过功劳来获得永生而符合上帝的要求，因此，福音就变成了律法。信义会知道上帝律法的存在，也知道有很多行为是需要去做的，但这些都是“地上”的事，是无法使人由此而来达到上帝的要求的。在“天上“即上帝面前，人的行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好行为不是得救和称义的前提和原因，实际上是得救和称义的结果，即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因此，唯一起作用的是对基督的信。
 其实，十诫中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律法，一是人与上帝的关系 (coram Dei)，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coram hominibus)。前者惟有通过信才能得到解决，后者则是人可以作出一定努力的。信义会认为天特会议混淆了这二者不同性质的问题。

2． 芬兰曼多马学派对路德本人和路德派信义会的“恩典论”的区别

芬兰曼多马 (Tuomo Mannermaa)学派的神学家认为，路德的思想被错误地诠释了，大多数新教神学都没有正确地理解路德的“因信称义”理论，包括以路德为自己的宗派命名的信义会也是如此。曼多马学派特别把路德本人的恩典论跟墨兰顿及其后来的跟随者们的恩典论进行了区别，他们认为，路德强调的是“基督自己就在信当中” (In ipsa Fide Christus Adest)。 这与古希腊教父与东正教传统所强调的“人分享了上帝的本性”非常相似，即一个因信基督耶稣的人，不仅被“称为义”而且是真正地“成为义”，因为基督自己就在信之中，而这个信就是上帝赐给人使人相信基督的恩典。


谈到上帝的恩典时，路德强调“惟独因信称义，惟有信心，因着基督” (sola gratia, sola fide, solum propter Christum)，人才能得救。
 下面我们将介绍路德的几个重要概念。

义

1545 年，即路德才去世的前一年，他在集资的拉丁语文集的前言中会议 1519 年的情况，他当时对“上帝的义”这个问题非常苦恼。因为他把上帝的“义”理解为赏善罚恶的公义，因为行善是称义的前提条件。但通过阅读奥古斯丁的著作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陷入了绝望之中。但《罗马书》1：17使他意识到，上帝的义不是要求人用行为来称义，而是上帝自己把“义”作为一种礼物白白地赐给人。就好象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被许诺说只要他付得出赎金，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但问题是这个人没有钱，好象路德和奥古斯丁所理解的那样，罪人是无法获得救赎自己的资源的，所以，那应许的自由就无法与这个人发生任何的关系；但路德通过罗马书中提到的上帝的义，告诉这个在监狱里的人说：已经有人替你付了赎金，因此，你自由了，而这个付出赎金者就是上帝。

信

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路德才的“义”，路德说：“有人不知道单独因信称义的原因，是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是义。”那么，什么是路德所谓的“信”呢？路德提到了三个核心，其中的每一个后来都被有所发展。

（一）信不单纯是历史性的，而是人格化的。也就是说，担当相信福音的历史细节，还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应该相信基督是为我们每个人而生的，他所做的救赎工作是为我们的。

（二）信指的是对上帝应许的相信，即 fiducia = trust。信不仅是相信某件事情是真的，而且是准备好按照和依赖这个信仰行动。路德说：什么事情都取决于信。没有信的人就象一个想要过海的人一样，但是他是如此得害怕，以至于不相信轮船。所以，他就只好停留在原地，也就永远无法得救，因为他不去上船过海。

（三）信把信徒和基督联系在一起。在《基督徒的自由》中，路德才说，信是基督徒整个人对上帝的回应，这会把基督真正的亲自的同在带到信徒之中。路德的好优墨兰顿 (Philip Melanchthon) 说：“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他的好处。“信使信徒得到基督和基督的好处，如赦免，称义和希望等。

所以，路德才“因信称义”的教义，指的不是一个罪人因为相信基督的决定和行为就被称为义。这会使“信”变成一种人为的行为或工作。路德强调，在称义中上帝是主动的而人是被动的，上帝已经提供了称义所必需的每件事情，罪人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去接受。这个教义可以更明确地表达为：“通过信被恩典称义 ”(justification by grace through faith), 罪人的称义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之上的，是通过信接受到的。单独因信称义，肯定上帝为人得救做了全部的事情，就是信本身也是上帝恩赐的礼物，而不是人的行为。所以，上帝的“义”不是审判我们人是否满足了称义的前提条件，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义，从而使我们可以满足称义的前提条件。

法庭式称义 (Forensic Justification)

上帝提供了罪人称义的所有必要条件，其中之一是赐给人“上帝的义”以使人称义。也就是说，罪人被称为义的“义”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上帝赐给他的。奥古斯丁和路德都赞成这一点，但问题是：这个被恩赐来的“义”被安置在什么地方呢？奥古斯丁认为在人的内部，路德则认为在人的外部。前者认为，上帝把义赐给人并使其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因此这个本来在人外面的义成了人的一个部分。在评论罗马书4：7时 (1515-1516) 路德说：

为圣徒总能认识到自己的罪，祈求上帝国主义按着他的慈爱把义给他们，上帝总是把他们算为义。所以，在他们自己的眼里，实际上也真的如此。他们是不义得当上帝因为他们承认自己罪的缘故算他们为义。实际上，他们是罪人，然而，由于慈爱上帝的恩待（算他们为义），他们就是义的了。在他们不知道之中，他们是义的；而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是不义的。实际上，他们是罪人，但在希望中却是义的。

因着给他们的基督的外在的义，信徒是义的，通过信这义被看做好象是他们的。所以，路德所谈的信能够把信徒和基督联系在一起。象《以西结书》16：8所说的，上帝用自己的衣服来遮盖我们的裸体，基督就是用自己的义来穿在我们的身上。因此，义和罪是共存的，在内里我们是罪人，但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却是义的。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是罪人，在上帝国主义看来我们又是义的。路德意识到人之中共存的义与罪是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的，也就是说，人会在人（成圣）上不断地成长，但路德强调的是，基督徒身上的罪不是表明不信或上帝的失败，而是表明人持续不断地需要上帝的保守，由此人才可能与自己的罪挣扎。所以。路德说：一个信徒同时既是义人又是罪人 (simul iustus et peccator)；在希望中是义人，但在现实中是罪人；在上帝的眼中和通过上帝的应许是义人，但在真实中却是罪人。


路德的继承人墨兰顿把路德的这种神学发展成了“法庭式称义” (forum = forensic, “市场”或“法院”，古罗马宣判罪人的地方)。也就是说，奥古斯丁认为，在称义中罪人变成了义人 (made as righteous)；墨兰顿则认为罪人被算作义人 (counted as righteous) 或被称为义人 (pronounced to be righteous)。墨兰顿对“宣判为义人的事件”(the event of being declared righteous) 严格地与“成为义人的过程”(the process of being made righteous) 进行了区别。前者被称为“称义” (iustificatione)，后者被称为“成圣” (sanctification) 或“更新” (regeneration)。


从奥古斯丁到路德为止，教会所教导的称义都是“被宣判为义人的事件”和“成为义人的过程”两个基本点内容的合一：但墨兰顿的“法庭式称义”中断了这一教导传统。结果，这成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重要差别之一，因为1545年天主教在回应宗教改革的天特会议上重新肯定了奥古斯丁的称义论而否定了墨兰顿的法庭式称义。
奥古斯丁传统的天主教认为，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人被“称义”(iustificatione) 后，开始通过“成圣”(sanctification) 或“更新”(regeneration) 来慢慢地增加“义” (righteousness)，最终以至于“成义” (theosis, theopoiesis)。路德则认为，根据曼多马学派的解释，人在“称义”(iustificatione) 时就“成义” (theosis, theopiesis) 了，因为基督已经被作为礼物在信中把自己赐给人了，因此人“成义”不是通过“成圣”和“更新”，而是因为基督自己亲自在人之中；“成圣”(sanctification) 或“更新” (regeneration) 只是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coram hominibus) 而非“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coram Dei) 的范畴。墨兰顿认为，上帝只是在 “天国的法庭里” (in foro divino) 才最终宣判罪人为义。

6、 加尔文的“称义观”与“预定论”

路德及其跟随者把恩典理解成完全的上帝作为，人们可能会为此担忧，一则害怕出现道德无用论，二是无法理解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对前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路德及天主教的恩典论时已经加以解释，简而言之，宗教改革家并非主张道德无用论，而是认为道德和行善是属于“社会之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中是有价值的和应该肯定的；但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中”人的行为和道德是没有任何地位的。然而，需要记住的是，爱神和爱人是不可分开的，这是基督对上帝律法的总结。奥古斯丁传统的天主教则把道德和行善作为人在“最初恩典” (prima gratia) 基础上挣得更多“义”和“恩典”的手段。

 这里我们将专门讨论以下上帝拯救计划的问题。这个问题与“预定论” (predestination) 有很大的关系。较早提到这个问题的是奥古斯丁，他认为，恩典是礼物 (donum)，是上帝凭着自己的意志赐给人的，而不是对人的奖赏。但是这个礼物不是给所有人的，而是只给一部分人的 (The grace is the particularity rather than the universality.)。因此，人们将奥古斯丁的预定论理解为：“上帝在起初或永恒之中已经预先定好要拯救一部分人，而不拯救其他人。”
 后来对预定论加以发展的是另一位宗教改革家加尔文 (John Calvin)，他尊重路德的“因信称义”论，他认为，在“一个神秘的联合“里，信把信徒联到了基督之中，（这里，加尔文还是赞成路德的基督通过信亲自临在于信徒之中的观点）。这个联合有双重恩典的效果。第一，它直接使信徒被称为义 (iustificatione)。第二，因为信徒与基督的联合，而不是因为信徒被称为义，信徒开始了通过更新而变得 (regeneration) 更像基督的过程。加尔文强调，称义和更新都是信徒与基督联合的结果。


在谈论上帝的恩典时，加尔文强调“预定论”，从而开辟了路德之外的一派新的宗教改革思想。加尔文改革派理解的上帝恩典，不是上帝将罪人称为义，而是上帝对人的预先选择，也就是“无条件选择”，即跟上帝预先知道的人的功劳和成就没有关系。加尔文预定论的定义是：“上帝根据永恒的意志 (decree) 决定他将对每个人作什么安排。因为他创造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而是定命一些人获得永生，另一些人则永远被诅咒。”加尔文自己说：“我承认这个意志是恐怖的。”(The decfee, I admit, is horrible.) 有人把加尔文的这句话从法语翻译为：“我承认这个意志一定令我们害怕”(doit nouse epouvanter) (I confess that this decree must frighten us).。
 其实，加尔文对预定论的分析是以他对人生现象的观察为根据的，因为有的人信福音，有的人则不信。也就是说，预定论是加尔文根据《圣经》对人生经历进行解释的神学思想，而非对上帝全能意志的理解。他的预定论主要是想努力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上帝的恩典（福音）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加尔文并没有把预定论当作信条，而是神学思考 (theological reflection) 而已。


加尔文利用分析和归纳的方法把预定论作为一种神学思考，但他之后的跟随者，如背匝 (Theodore Beza, 1519-1605)
，则把预定论作为一个总则来建立自己的神学，所使用的是演绎和推理的办法。

关于基督之死的功效，传统的观点是：基督是为每个人死的；尽管他的死可以拯救所有人，但它只对那些选择愿意相信基督之死对自己有效的人心有效。加尔文的救赎观则有五个核心，即 TULIP：

T (Total depravity of sinful human nature): 完全清楚人的罪性；


U (Unconditional election, in that humans are not predestined on the basis of any foreseen merit, quality, or achievement): 无条件选择，即不是根据预知的人之功劳，本性或成就来预定的；


L (Limited atonement, in that Christ died only for the elect): 有限的赎罪，基督只为被拣选者而死；


I (Irresistible grace, by which the elect are infallibly called and redeemed): 不可抗拒的恩典，据此被拣选者被肯定地呼召和救赎；


P (Preseverance of the saints, in that those who are truly predestined by God cannot in any way defect from that calling): 圣徒的被保守，即真正被上帝预定的人永远不会脱离这个呼召。


在加尔文派的内部，关于预定论曾有争论。第一，预定是对认罪堕落的反应 (the infralapsrian position)：预定是针对全人类的罪的 (toward all of humanity as a mass of sin (massa perditionis))，也就是说，上帝决定预定一部分人得救而另一部分人被诅咒，是针对人类始祖的堕落的反应。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图热提尼 (Framcois Turrettini, 1623-1687)。第二，堕落是实现上帝预定的手段 (the alternative suprLpsarian position)：拣选发生在人类堕落之前，而人类堕落则是为了实现上帝预定的计划。此派代表人物是贝札 (Theodore Beza)。第三，假设的普世主义 (hypothetical universalism)。代表人物是阿米劳特 (Moses Amyraut, 1596-1664)。


后来，预定论被不同的神学传统加以发展。阿明尼安主义 (Aminianism) 的代表人物阿明尼乌 (Jakob Arminius, 1560-1609) 反对改革派的部分赎罪论 (particular redemption)，他认为基督为所有人而死，而不是仅仅为被拣选者而死。这种观点在荷兰的改革宗教会中流行。这对十八世纪的清教主义和福音主义
以及卫理公会都有很大影响。
卡尔巴特后来对跟“预定论”有关的“拣选”这个概念也进行了论述，
而布鲁那尔又对巴特的拣选论进行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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